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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乡土知识教育
兴起的时代之影＊

王仙子

【摘　　要】制度的变革源于思想的更新。清末民初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不仅是教育制
度改革的结果，前期新思想、新观念的准备和铺垫也是关键条件。它既与近代以来儒学沦
为一种 “地方性知识”有关，也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留日学界掀起的省界讨论及地域文
化认同思潮相联，儒学自身面临的危机和来自域外的新声正是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兴起的
时代背景。同时，还应看到这一时期国家在教育制度设计和规划层面的努力，因为在现代民
族国家体制下，这是乡土知识教育走向规划化、有序化和维持长期有效性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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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重庆市高校课程教学中的地方性知识运用研究”（２０２０２３２）的阶段性成果。

周之涵对本文写作多有贡献，在此谨致谢意。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兴起于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这已是当前比较公认的看法。当我们讨论
这一起源的时候，还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一变革背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
发生的等问题。从理论上思考这些问题显然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现象层面的制度变革都离不开与其
相适应的思想支撑。不过，当前学术界的兴趣似乎更集中于具体历史细节的展现，这可能与乡土知
识教育溯源的历史性质有关。一般来说，乡土知识教育的历史溯源会较多涉及历史地理学和乡土志，
因而目前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邹振环的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１８１５至１９１１年西方地理学

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以 “中外地理学交流史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边缘”为切入点，着重探讨
了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其所依据的资料和先行成果相当驳杂与广泛，涉及中国近代地
理学史、中外地理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文献学等范畴，看得出作者奋力建构晚清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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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体系的努力。① 然而书中提到的 “晚清地理学共同体”究竟存不存在？ “地理学共同体”与
“看世界的群体”有多大程度的重合？两者间是什么关系？或许是受地理学科的特点影响所致，书中
在解答这些问题方面似乎有些模糊。因此，该书在知识史的深度上，相较于西方同类型研究仍有一
定差距。郭双林的 《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虽然按照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光绪、宣统这
样一个历时性顺序，展示出西方地理学知识在晚清的传播和接受史，但其本意还是在考察中国传统
地理学在 “西学东渐”浪潮冲击下的延续不坠，从而认为 “晚清地理学正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传入
中国的，并很快与中国传统地理学发生碰撞、融合，最后形成了近代科学的民族地理学”。② 诚然，
中国传统地理学在西学冲击下开始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向近代地理转型，但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传统
地理学是否完成了向近代学科的转变，近代 “科学的民族地理学”是否就此形成等问题，可能依旧
存疑。除这两部专著外，王立新的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也涉及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中国
的传播和影响，书中的一些新史料不乏参考价值。但它主要聚焦于 “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社会和
教育活动与中国现代化”问题，因而有关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史论述有限。③ 潘光哲的 《中
国近代 “转型时代”的 “地理想象”（１８９５—１９２５）》亦论及这一时期西方地理知识的中国社会影响
史，认为 “由于地理知识的成长和变迁，既对源远流长的 ‘知识世界’的内部结构提出了挑战，那
些外在于中国的世界与国家，也成为知识的对象，各式各样的探索述说，应运而生”。④ 还有一些论
述则以地理教科书为对象，梳理了地理学知识及其近代学科教育的历史发展图景。⑤

二是乡土志研究。由于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方志研究传统，因此有关晚清以降近代乡土志的学
术研究成果颇为可观。据粗略统计，仅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公开发表的关于晚清至民国乡土志
研究的专著就有四十多部、论文百余篇，研究范围覆盖了乡土志的界定、编撰体例、写作特点、内
容、功能、目录整理以及区域乡土志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体系性特征。在这些庞杂繁复的研究中，
近代乡土知识的起源虽然不是其问题的中心，但从中仍可看到它作为论述的背景性知识而存在这一
特征。⑥ 在这些著述当中，程美宝的 《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以丰富的史料
和大量的田野调查，厘清了清末广东乡土教材产生的历史背景，发现了近代乡土知识教育的日本与
德国两个域外来源，并洞察到了近代乡土教材中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⑦ 思路不可谓不开阔，
论述不可谓不严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此启发颇多。只不过限于史料，本文关于中国近代乡土知
识教育的德国来源问题所论不深，是比较遗憾的方面。
总的来说，当前国内学界在历史地理学与乡土志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然而在文化传播和

接受研究中，倘若我们不能将文化传递的时空、路径及人物关系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则很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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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１８１５至１９１１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页。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页。

潘光哲：《中国近代 “转型时代”的 “地理想象”（１８９５—１９２５）》，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湾联经出版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６７页。

如倪文君以晚清地理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对清末国人自编地理教科书的框架结构、表述方法、内容观点及其同日本地理教科书
的内在联系做深入的分析，并据之探讨近代地理学科发展的深层动因”，较为全面地展现晚清地理学的面貌。参见倪文君：《近
代学科形成过程中的晚清地理教科书述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１０７页。吴海涛则从晚
清地理教科书出现的历史背景、国外来源及其与中国传统舆地学的关联，廓清了中国百年地理教科书初萌于晚清时的历史轨迹。

参见吴海涛：《清末地理教科书：进步中难掩 “舆地”痕迹》，《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９日。

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徐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教育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等
等。论文则有陈碧如：《乡土志探源》，《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４８～５４页；侯春燕：《关于晚清乡土志编纂的思考———

兼谈当代修志的问题与出路》，《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第６１～６５页；等等。

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６８～８４页。



现文化交流中的新史料；即使发现了，也很难意识到这一新史料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一种知识在
什么样的背景下传播，其传播的途径、形式及回应又如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另外，综
观这些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的表象是以牺牲理论上的深入思考为代价的，所以常可见极为具体的史
料细节，却鲜少 （或不在意）理论上的建树。这些研究固然史料翔实、论证充分，可以为我们还原一
些历史现场，提供可感的历史温度，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我们或许很难发现这些史料赖以存在的思
想前提是什么。另外，也容易因某些新史料的出现及研究的热络，而忽略了其他就在我们眼前却没有进
行深度阐释的史料，以致在无穷无尽的史料海洋中趋新求异等。这些问题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本文即是笔者对这些问题进行的不太成熟的集中思考，旨在探索清末民初之际乡土知识教育兴
起的思想基础，并以史带论，呈现这种起源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因笔者能力所限，论述必
有不周之处，尚祈同行高明指教为盼。

二、儒学普遍主义危机及其回应中的 “地方”意识萌芽

一般认为，传统儒学就其原生结构而言是普遍主义的。从儒家心性论看，它主张仁者爱人，认
为人皆有四端之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儒家所说的 “人”，不是某个具体的、特殊历史处境中的
人，而是超越历史、社会而存在的人。从儒家伦理观看，它主张 “修、齐、治、平”这样一种由个
体内部推及家族，再扩延至社会，最后达到与天下人人沟通的群己关系，从而提供了一条从类同的
家庭伦理到普遍的社会伦理的道德进阶路线。从儒家的政治哲学看，它主张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 “天下主义”，明确将具体的地方和个体纳入象征
集体意志的中央和王权之中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的普遍主义知识体系并不满足于对个体的、

地方的有效性追求，而是更倾向于追求一种集体的、天下共取的普遍有效性。在集体∕个人、整
体∕局部、中央∕地方的二元关系之间，更加侧重于前者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者对
后者具有绝对的优势。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儒家视野中的乡土和地方只是一姓之国的某个部分，不
具备自我确证的能力。因此，在儒学普遍主义知识体系下，它们基本上不构成言说的对象。

乡土、地方发展成为独立的知识主体是近代以来的事，与儒家的普遍主义信仰遭遇到的危机有
关。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帝国体系渐趋崩解，儒学的正统地位和普遍意义因 “列国并立”时代的
到来、中国内外关系的深刻变化而受到普遍质疑，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解释英国工业革命以
后人类物质创造的速度和成就？如何解释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政治制度的创新？如何解释中国在军

事上的失利和技术上的落后？以及如何解释 “欧风美雨”影响下越来越科学、精确的知识体系？很
显然，上述问题均已超出传统儒学的解释能力和范畴。“天下”这一普遍的、至大的视野不再是一种
“无外的”视野，以中国为中心和边界建立起来的一套知识已经无法提供一种关于世界总体的知识。

随着中国成为现代世界的一员，而且是被置于 “边缘”地位的一员，儒学的普遍主义知识实际已沦
为一种不合时宜的 “地方性知识”。这种知识在西方近代知识的强势冲击下，不断地被边缘化、地方
化，其自身的地位、意义、合法性必须要在全球性知识面前重新加以说明。

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殿军，也是较早意识到儒学在全球化时代遭遇普遍性危机的重要人物。这
位试图以复制西方富强逻辑的方式来应对海洋时代挑战的晚清儒者，看到了西方经济、政治、军事实力
冲击下帝制中国的岌岌可危。在他１８８８年的 《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有为对中国地缘政治图景作出如
下判断：“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
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①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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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 （增订本）》第１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８０页。



一急切语调的背后，是晚清中国的孱弱以及民族的存亡危机这一时代背景。更为严峻的是，１９世纪
末东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前者对于后者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和扩张，

而且还表现为前者 “也是一种新型国家体系的扩张，一种调节和控制这一新型国家体系的规范的扩
张，一种有关这一体系的合法性知识的扩张”。① ２０世纪初， “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言之
切切：“吾中国为列国竞争之世，而非一统闭关之时矣。列国竞争者，政治、工艺、文学、知识，一
切相通相比，始能并立；稍有不若，即在淘汰败亡之列。”② 中国不再是 “天下”，而是 “列国”之一
员。康有为意识到的是，晚清以来中国的危机，不仅是列国竞争之下中西军事、经济实力对比中的
危机，而且是一种道德体系的危机和知识体系的危机。

如果说康有为还只是儒学普遍主义危机的 “吹哨人”，那么其弟子梁启超则运用西方地理学知
识，探讨了作为一种 “地方性知识”的儒家面临强势的、被包裹在普遍主义表象内的西方知识冲击
时，其合法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１８—１９世纪，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欧洲学者尝试将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运用到对人类社会历
史的观察，并通过论证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文学、语言以及地理
环境方面的诸种区别而获得自我确证的机会。比如，孟德斯鸠在 《论法的精神》中认为，一个国家的法
律和政制与其 “气候的性质”密切相关，气候性质的差异直接导致社会和政治专制与否——— “炎热的气
候使人的力量和勇气萎顿”，“热带民族的怯葸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因此，接近赤道的国家，通
常为专制主义笼罩；“而在寒冷的气候下，人的身体和精神有一定的力量使人能够从事长久的、艰苦的、

宏伟的、勇敢的活动”，“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因此欧洲多民主政体。③

正是在这种西方与东方的地理环境比对中，孟德斯鸠建立起了西方相对于东方的道德优势。孟德斯
鸠这套 “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内含的 “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同样也存在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黑格
尔认为人的精神的发展主要出现在东方、希腊、罗马及代表世界精神最高阶段的 “日耳曼世界”，东方
世界虽然是精神的创世之地，但其本质结构却是专制主义的，只有到了第四个世界即 “日耳曼世界”，

人的精神才真正复归，才是 “绝对的精神”。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 ‘一个’是自
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 ‘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 ‘全体’是自由的。”④ 无论是孟德斯
鸠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二元框架中建立起西方主体
性。非西方尤其是亚洲，作为他者，代表的是封建专制、落后保守，其全部价值和意义要通过西方
的观照才能呈现出来，作为地方的亚洲只能等待西方的言说。

只有了解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这一特定历史语境，我们才能理解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 《新民丛
报》上连续刊载的 《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

等文章的意涵。表面上看，这些文章只是梁启超介绍西方及日本与文化地理学相关的理论与著述，

以及他本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但如果考虑到儒学在晚清以来沦为 “地方性
知识”这一历史处境，就不难发现这是梁启超在西方所谓的 “普遍性知识”面前论证作为地方的中
国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换句话说，与其把这些文章看作是梁启超对于地理与文明关系的探讨，毋宁
将其看作是他为各类文明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所提出的地理学证据。如在 《地理与文明之关系》

一文中，他从气候的角度分析了人类文明起源于温带，这是因为 “极寒极热之地，其人穷日之力，

以应付天然界之洊迫，犹且不给，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他又从地形、地势上指出，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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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原、海滨两种地形，文明最易起源之地是平原。在他看来，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有农业就有
定居，而定居就会有家族，进而封建居国，文明始立。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
同平原这一地形密切相关： “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皆在数千年以前庞然成一大国，文明烂
然，盖平原之地势使然也。”① 显然，这与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对于东方的论述迥然有别，是对西
方知识所谓 “科学性”的回应和修改。
梁启超的这些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重建现代中国民族自尊的努力。在现代文明的发展历

程中，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建构起了一条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谱系。其文明演进的路径从古希
腊开始，然后是古罗马、基督教神权统治下的欧洲，再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
业革命……按照他们的勾勒，西方文明传承有序，是独立发展出来的一条人类文明之路，其优越性
要远超东方文明。这套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很显然只是西方为建构主体性而虚构的神话。在梁启
超看来，无论是从气候还是从地形、地势上看，在非西方世界，文明依然有它多元的发展形态及高
峰。从这一视角出发，也就不难理解梁启超何以对中国地理及文明极尽褒扬。他赞美中国地理：“我
中国之版图，包有温、寒、热之三带。有绝高之山，有绝长之河，有绝广之平原，有绝多之海岸，
有绝大之沙漠。宜于耕，宜于牧，宜于虞，宜于渔，宜于工，宜于商。凡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
中国无不有之。”② 他推重以罗盘针、火器、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彼 （欧洲人———笔者注）实
学之于阿剌伯，而阿剌伯人又学之于我中国者也。”③ 梁启超认为，包括中国及中国文明在内的亚洲
及亚洲文明虽然进步甚缓，但这只是暂时的，亚洲及亚洲文明仍可 “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也。……
亚细亚亦将为文明竞争之舞台矣”。④ 在梁启超那里，以血缘、地缘、种族而区分高下优劣的 “文明
等级论”，明显不足以支撑起其价值的 “普世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指出：“梁启超经由明治日本获
得的地理环境论，使其得以把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精妙的框架。通过这个
理论框架，梁氏得以建立起一套共同言论，正是这种共同言论，使得中国和现代西方之间的知识流
通成为可能。”⑤ 这样的说法虽然看到了梁启超地理环境论思想的日本来源，却并未看到梁启超援引
域外思想资源的批判性视野，即对西方霸权性知识的超越和克服。
因此，严格来说，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是一个现代事件。正是在儒学普遍主义危机的

历史语境下，以及儒家自身面对挑战的回应之中，边疆、乡土、区域才开始进入中国现代知识讨论
的视野。在此之后，晚清边疆史地研究勃兴且成为一时的显学，并非偶然。乡土地理教育观念及实
践的呼声也日高一日，从上到下全面铺开。而在文学研究领域，诸如刘师培的 《南北文学不同论》、
王国维的 《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的 《近代诗坛与地域》等探讨地理区域与文学、文化关系的学
术研究也方兴未艾，成为一时之盛。换句话说，乡土、地方和区域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知识学
科，是在近代以来儒学普遍主义意识形态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同步发生的。

三、留日学生乡土知识讨论的域外之声

在儒学普遍主义意识形态遭遇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留日学界热衷于省界讨论，加速了中国现代
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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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辽阔，省界观念由来已久，上可推至元朝行省制度，然而基于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
自身利益的现代省界观念，却是晚清以来才出现的。晚清以降，随着湘军、淮军等地方军事势力的
兴起，地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地域、省籍观念一时盛行。清末新政后，
现代省界观念在留日风潮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达至极盛。据舒新城研究，晚清中国官派及自费留
日学生人数激增，官方民间皆以先游日本为急务， “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至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
五六年间，留日学生达万余，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① 大量留日学生因留学异邦而
造成空间的区隔和参照系的变化，不仅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也促使他们的省界意识得以升
华，成为留日学界相当显著的一个现象，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留日学生以省为单位的组织基础。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注意到，清末留学生是以省为单位

被派遣、并由各省在日本设立留日学监进行监督管理；当时专门吸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如弘文学院
也按地域来编排班级，设有南京普通班、湖北普通班、四川速成师范班、北京警务班等；各省留学
生均在日本创办了同乡会，成为本省留学生到达日本后所去的第一个公共场所。② 在以省为单位的基
础上，留日学生创办了大量刊物，试图以此对国内施加影响。据国民党元老邹鲁回忆，“在日本各省
留学生，均有留学生会，会中必办一报”。③ 有人统计，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创办的社团报纸就有５０
种之多，④ 这些刊物大都附于同乡会之下，并发行于其所在的同乡会馆，预设的读者也为国内同省乡
亲。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河南等留学生较多的省份都有自己的刊物，且大多以各自所
属省籍作为刊名。自１９０３年湖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 《湖北学生界》至辛亥革命爆发，先后有十多
个省区的留学生以同乡会名义创办了各自所属的刊物。这些刊物包括１９０３年浙江同乡会创办的 《浙
江潮》、１９０３年江苏留日学生创办的 《江苏》、１９０３直隶籍学生创办的 《直说》、１９０４年湖南留日同
乡会创办的 《湖南学生》、１９０５年山西留日学生创办的 《第一晋话报》、１９０６年云南留日学生创办的
《云南》、１９０７年川籍学生吴玉章等创办的 《四川》、１９０８年分别由甘籍和陕籍学生创办的 《关陇》

和 《夏声》、１９０８年赣籍学生创办的 《江西》等。
第二，就这些刊物所刊载内容来看，留日学生基于地缘情结，大多集中讨论本省的地理区位、

物产资源和人文历史，揭橥本省之于全国的重要意义，一言一表尽显对乡土的高度认同。湖南留日
同乡会机关报 《洞庭波》第一期的 “论著”，在介绍了湖南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后，更将湖南人文向
上溯至邈远难闻的蛮荒时代，向下则延及清末各界的要人名流，并认为湖南 “系十七省人心之希
望”，⑤ 用心不可谓不良苦！江苏留学生也说：“江苏者，全中国之枢轴，实全世界之枢轴也。江苏之
固有力不发，故我全中国之力无所始而发。江苏之志事不成，故我全中国凌夷衰微、暗汶芒昧。”⑥

其余如湖北、浙江、河南、云南等省的同乡会机关报论及本省，大体也不离这一思路，形成了集束
式的表达阐发。事实上，彰显本省区位、文化优势及在全国的地位与意义，是为了强化本省在未来
中国变革与发展中的责任意识和精神担当。在 《游学译编》中，曾有人因为近代湖南素以敢为天下
先而闻名中国，遂将其想象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萨摩藩，认为湖南的 “萨摩之喻”乃名副其实，
他们期待 “我湖南一变，则我中国随之矣！”⑦ 可以看到，文章的作者把湖南当作现代中国的发展动
力，比之为中国的 “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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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主张地方自治，重估地域文化价值。留学生们在谋求国富民强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更为
激进的主张，即各省脱离清政府而自治。自１９０２年广东人欧榘甲在其书 《广东人》中力倡粤人应速
谋自立之法，主张自立其特质，从而成为刷新中国政治的领头羊之后，一时间有关地方自治的可能
及利弊讨论广为流行。１９０５年，湖南籍留日学生黄果劢等人在给时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函件中清晰地
表达了这种地方自治论：“我中国拥数万里之土地，挟亿万众之人民，当此祸变之亟，诚不能不注意
全体之所以为救，而其运腕之序，则必基于各省之地方自治。”① 可见，通过地方自治改造而实现国
家体制的转型与民族的自立自强，乃是鼓吹这一论调的留学生持续分享的一种理念。这种极端思想
很快影响到了留学生的省界意识，他们广泛认为 “欲争自由，先言自治。然必于其本土之人情、历
史、地理、风俗详悉无遗，而后下手之际乃游刃而有余”。② 以此为起点，他们对地域文化进行了独特
的评估。来自湖北、江苏、浙江等不少省份的留日学生成立了专门的调查部，以便把握本省历史、地
理、人情风物等情况。对于大多数留日学生来说，地方自治下的地域文化调查，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表达
他们朴素的桑梓情怀，而是以近代西方文明为参照，重新衡量地域文化的价值，激活地域文化资源。在
此背景下，一些地域文化被赋予崭新的品格，成为地方自治、民族建国的助推剂，其形象焕然一新。
清末留日学生之所以形成这一强烈的省界意识，除了实藤惠秀指出的当时官费留学生大都以省为单

位派遣、监督管理以及抵日后以各省同乡会为基础活动以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他们希望通
过对地方和乡土的体认，将社会成员从特定的地缘关系中黏合起来，组织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权利
主体，从而在不同地域和乡土的认同之间形成平等且各具特征的文化结构。例如，湖北同乡会就如此阐
述其组织缘起：“同人游学海外，目击世局，知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争竞存之恶风
潮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③ 爱乡是起始，爱国是终点，前者是后者成
立的前提和手段，后者则是前者的完成和目的。“爱国必自爱乡始”突出的是国家和地方、大团体和小
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非近代欧洲从内部分裂出完全自决的民族国家这一形式。

清末留日学生的省界讨论意义重大，其影响达及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权体系、私营经济、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等领域。④ 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出现因 “省界甚严，此省不能参豫他省”⑤等问题，但
很快被克服，且省界讨论热潮及其引发的地方文化认同，在客观上也激发了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
思潮的兴起。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见一斑。首先，这股风潮很快影响到国内，提供了中国现代乡土
知识教育的思想资源。如１９０４年浙江 《萃新报》刊载一篇文章指出：“救时之君子，……无爱乡之
心，遑能爱国？”⑥ 在引介东西洋地理学知识和理论时，一些刊物也特别强调乡土地理教育对于养成
国民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其初由爱乡心，引申而成爱国心。……地理学者，实为养成国民爱国心
之一种有力教科也。”⑦ 很明显，这里对地方与国家关系的看法，其源在留日学生的 “爱国必自爱乡
始”。其次，这批留日学生归国以后，很多人投身地方教育实务，从事乡土志编纂活动，对中国现代
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比如被誉为江苏近代教育开拓者之一的侯鸿鉴
（１８７２—１９６１），早年入南洋公学，毕业后于１９０２年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１９０４年
回国后曾任江苏督学。由他所编的 《锡金乡土地理》《锡金乡土历史》，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乡土教科
书。他在 《中等地理教科书》“序”中写道：“岁癸卯鄙人留学东京研究地理学，得矢津昌永先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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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讲义，述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三部之纲要。越明年，归而任竢实高等地理科教授，即
昔日所笔述者略为编次讲授诸生，期年而地理学讲义毕成一卷。”① 学者倪文君分析，“日本地理教科
书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成熟的框架结构和表述方法，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教科书
编写体例。”② 因为中国传统的地理著述编撰体例，一般就是各类地理志、地方志，但这种传统形式
并不能完全容纳和表现近代地理学学科内容，所以在学制初定、亟待课本而又无暇揣摩之时，模仿
日本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是最为经济便利的。
有学者指出，“德国和日本是清末 ‘乡土教育’概念的重要来源”。③ 在德国方面，因为资料难

获，目前暂无十分清晰的历史脉络。而从留日学生省界讨论这点来看，日本对于中国现代乡土知识
教育的兴起无疑起到了接引东西的桥梁作用。

四、方志编纂活动下乡土知识教育的制度化进展

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要从观念落实为可供推广和实践的制度并常态化运行，还必须依靠国家
权力的强制推行。具体地说，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乡土教育制度建设及地方志编纂活动成为中
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兴起的关键推手。
光绪末，清政府以兴学育才为急务，积极推动教育改革。１９０２年，由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

的 《钦定学堂章程》（又称 “壬寅学制”）就规定，蒙学堂在第三、四年必须讲授各府、厅、州、县
的名目方位、各省名山大川的方位情状等地理知识，寻常小学堂的地理课程在第二、三年内必须讲
授本乡、本县、本府各境的地理知识，高等小学堂则要讲授本省、本国各境的地理知识。④ “壬寅学
制”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制，该学制的规定中虽未明确出现 “乡土”这一概念，但在教育
过程中提出重视 “本乡”“本县”“本省”的要求，实已把乡土知识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尽管它尚未
完全脱离传统的方志色彩。
相比之下，翌年由张之洞等人所拟、清廷颁布施行的 《奏定学堂章程》（即 “癸卯学制”），有了

明显的改变。其中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就规定：历史，“尤当先讲乡土历史”；地理，“尤当先讲
乡土有关系之地理”；格致，“当先以乡土格致”。⑤ 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首次在学制中明确规定
教授乡土知识，且与国民、爱国、科学等具有现代内涵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成为实现现代国民教育
目标的一种手段和途径。自 “癸卯学制”以后，现代意义上的乡土知识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和课堂，
进入国家教育体制。
辛亥革命后，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但政体的转换并未减缓乡土知识教育制度建设的步伐，民

国政府仍踵继晚清余绪。１９１２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提倡 “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继续强化晚清
以来教育对于地方的社会教化和改造功能，注重国民教育、平民教育以及教育的普及性。在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年教育部颁布的 “壬子癸丑学制”、１９２２年教育部颁布的 “壬戌学制”当中，明确规定给予地
方教育以适当的伸缩余地，而在教育政令、条例、课程标准等方面，皆涉及乡土教育和乡土教材改
革的内容。⑥ 这表明自民国起，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除体制内的制度设计之外，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还出现了体制外社会力量的参与，主要表现

为一些社团的编撰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活动。国学保存会是清末第一个以保存国学为宗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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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１９０５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在 “欧风美雨”冲击下，国学保
存会认为必须要以中国语言文学、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这三项 “可为法式者”保存国粹，希望凭借
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来发起民族的自信心。所谓 “国粹保存，又以乡邦为发轫，其有裨于教育，岂
浅鲜哉？”① 从生长于斯的 “乡邦”入手，将受教育者的爱乡之情与保国教育联系起来，这在国粹派
看来是保存国粹、增进爱国热肠、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国学保存会在其出版的刊物 《国粹学报》
中刊登广告谓： “以保土爱国为愿，特集合国学深邃数人，编辑十八行省乡土历史地理格致教科
书……实期爱国教育普及全国，海内君子爱其国而爱子弟者，或有取焉。”② 就广告所见，国学保存
会已出版或计划出版江苏、安徽、广东、江西、湖北等省份的乡土教科书，俱属刻印本。据研究者
统计，该会所编纂的乡土地理教科书 “估计总共不下百种”。③ 而从这些乡土地理教科书的编纂体例、
内容来看，皆呈现出重省情乡情、因地制宜、就近指示、浅显易明的特点。
另一个与乡土教科书编撰相关的社团是南社。南社是近代文艺团体，由柳亚子等人于１９０９年在

苏州发起成立，社团成员也与国学保存会有交集。该社在宣扬民族气节、鼓吹排满、振兴华夏的同
时，也热衷于发掘、整理和保存地方文献，对于清末民初地方性知识的兴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柳
亚子称该社对于地方文献的整理 “实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史之首创者”。④ 包括黄节、傅熊湘、侯
鸿鉴、马锡纯、沈天民等人在内的南社主要成员，大多热心于地方志书的编撰活动，沈天民在吴江
的乡土知识教育更成为费孝通的人类学思想的启蒙。费孝通曾不无深情地回忆道：“我敬爱沈校长，
也喜欢听他讲的 ‘乡土志’。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
识。……他播下的种子是有收获的，在我前后几班的同学里后来至少就有五个学有所成，包括他自
己的儿子，在大学里教书。我写下的各地社会调查也应当归功于他的启发，这是我不敢忘记的。”⑤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制度化或民间的乡土志、教科书编撰活动，并未形成系统的近代地理学知
识，也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在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人都极力强调乡
土地理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如久事教材编译的管圻就表示，乡土地理 “外观上虽为自然学科，
而实以关合人事者为重要”。⑥ 在这样一种认知指导下，乡土地理的政治、人文和社会价值被无限放
大，其内容有地理知识，而教材中却又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物产、风俗、交通等杂糅并包。

也就是说，时人对乡土地理的学科性质、概念范畴的科学认知还处于模糊状态，他们更在意的是它
的现实关怀、它的实用价值、它的情感价值。比如钱穆在回忆１９１０年听史地教员吕思勉的一堂地理
课时，就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种人文化的地理观念：“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
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
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
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
永不忘怀。”⑦ 从这一堂授课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的地方志色彩的地理教学始于自然而归于人
文，正是这种从理性认知升华到情感体验的人文化地理教学，才使钱穆 “身历其境，永不忘怀”。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在清末民初的早期实践是政府推动的一项文化工程，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项工程又自上而下地扩展到民间社会。这一过程反映的是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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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建制化、社会化。建制化保证了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规范、有序及长期有效性，社会化则奠
定了这一教育思潮的民间基础，在观念、理论、方法上保证了其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建制化的乡
土知识教育与社会化的乡土知识教育并行不悖，互为支撑，彼此影响，是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兴
起及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发展深化的基本背景。

五、结语

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表面上看是清末民初国家教育制度建设的结果，实际上却有着
内涵丰富的思想准备，与这一时期儒学自身的处境、域外留学活动及新知的传入和影响关联紧密。
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普遍主义世界观在近代以来降格为一种 “地方性知识”，现代意义上的乡土和地方
才会在中国的思想观念中显现出来。只有当西方的理论、观念由域外抵达国内并产生回响，中国现代乡
土知识教育才会呈现出燎原之势。不过，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初兴和发展背景下，这些新兴的观念和意识
要在乡土和地方落实推广，还必须依赖国家层面的规范、有序、长期的制度建设。

（责任编辑：王华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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